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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享機車服務已逐漸盛行於臺灣主要城市，本文依其須以

智慧型手機與電動機車接合連動方得運作的技術特性，循軟體

研究（software studies）觀點將其定義為「協作移動」技術。

此技術體系的協作特性不僅展現在行動媒介與交通工具的協

作，從而促成媒介實踐與移動實踐不可二分的新型態實踐樣

貌，更重要的是，此技術體系有賴營運方與常民媒介／移動實

踐的共同參進，方得持續完成。循此，本文以 WeMo Scooter

共享電動機車為例，探討其技術構成與運作過程，及其所促成

的實踐樣貌。本研究指出，協作移動技術體系的構成與運作乃

「社會—技術—文化」過程，在其營運範圍劃定與調節、車輛

網絡（重）分布、「混雜空間」（hybrid space）的物質性變動

等方面，皆展現出營運方與使用者之間的協商與協作關係，且

行動媒介的居中運作扮演關鍵角色。在使用者透過行動媒介參

進技術體系運作的實踐過程中，一方面展現出豐富的城市空間

意涵，同時隱約可見數據化的監控管治。在此基礎上，本研究

進一步嘗試與媒介研究、移動研究領域現有概念對話，藉此強

化「協作移動」概念的跨領域特性，作為後進相關研究的參考

基礎。 

 
 
 

關鍵詞： WeMo Scooter、共享機車、協作移動、智慧型手機、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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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媒介中介的日常移動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7 年統計資料，臺灣本地 4G 行動網

路的使用率已達 86.5%。其中有五成民眾即使在家中，仍以行動通訊網

路連網，智慧型手機亦為民眾最常用連網裝置（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8a, 2018b）。 

在以行動裝置為主要連網媒介的「行動時代」，行動網路服務雖仍

以人際互動與獲取資訊為主流，1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行動媒介──

尤其是智慧型手機──已不僅是作為人際互動之用的「行動電話」，應

用所及亦不再限於諸如存取資訊等「遁入虛擬空間」的網路活動。 

目前，行動網路服務應用範圍逐漸擴張至日常生活各面向，其中不

乏人機互動型態的服務應用，更有以智慧型手機為終端裝置，讓使用者

得以透過智慧型手機操作管控其他日常物件，以「物（智慧型手機）—

物（其他物件）」連動方式進行日常活動的技術應用。這種新型態的

「智慧」服務並不見得全然「虛擬」，而是在「虛實整合」的基礎上，

逐漸改變或重構吾人日常生活樣貌。 

儘管此種物聯網趨勢正逐漸滲透日常生活，但某些日常物件或活動

並不必然依賴應用程式而運作。以智慧家電如冰箱、冷氣來說，即使沒

有媒介介入，該物件仍能運作如常，智慧型手機像是一個錦上添花的附

屬品，透過應用程式操控這些物件，或能發揮更大效益。 

另，亦有某些技術應用須以智慧型手機為本，否則無法運作。當前

盛行於全球，使用者必須自行操駕的「共享運具」即為範例：使用者必

                                                        
1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8）調查，民眾最常透過行動網路使用的網

路服務前三名依序為即時通訊、收視影音、社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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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智慧型手機下載操作應用程式，方得使用運具，若無應用程式中

介，則無法使用運具進行移動。由於共享運具的運作必然以人們的移動

需求與情境為本，這類日常活動也就更加倚賴行動媒介的介入。基於共

享運具必須仰賴行動媒介中介的特性，可以說共享運具所促成的移動實

踐，同時也會是一種媒介實踐，兩者無法二分。 

無論智慧型手機是擴增物件功能的附屬品，或作為技術運作的奠基

環節，此種發展趨勢已然說明行動媒介中介日常活動的程度漸增，為日

常生活帶來新的可能。過往相關研究曾指出，以行動媒介為本而行的人

際互動，足以重構個人認同、群己關係乃至所處時空架構（黃厚銘、曹

家榮，2015；Barney, 2004; Jansson, 2007; de Souza e Silva, 2006），以智

慧型手機為本的「物物連動」、「人機互動」服務應用，亦將使日常生

活樣貌產生變化。 

晚近臺灣逐漸浮現以城市內短距移動為主的「微移動」（micro-

mobility）共享運具趨勢。其中發展最顯著者，乃起於美國西岸、盛行

於歐陸大城，並漸擴及亞洲的「共享機車」。除了 2016 年首發於臺北

市的 WeMo Scooter 之外，2019 年陸續有 iRent、GoShare 等單位投入共

享機車市場，不僅營運範圍遍及六都，目前三大共享機車業者所投放的

車輛總數，規模已居世界第二（Howe & Jakobsen, 2019）。2 

這種朝向「共享」且明顯以特定運具為主力的移動趨勢，本身已值

得關注。另有研究報告指出，行動通訊科技中介的交通運輸技術，將是

                                                        
2  根據臺灣「電動機車產業網」調查，2019 年以「共享租賃」為目的的法人購車數

量為一萬餘輛。而綜合 Howe（2018）、Howe & Jakobsen（2019）的調查成果，

則 可 知 同 一 時 間 ， 全 球 共 享 機 車 數 量 成 長 幅 度 最 高 者 為 印 度 班 加 羅 爾 城

（Bangalore），約二萬餘輛。基於 iRent、GoShare 皆於 2019 年陸續投入市場，

再加上 WeMo Scooter 於 2019 年仍持續增車，本文由此推論 2019 年臺灣共享機

車數量的成長幅度居世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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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年的重要科技趨勢（蔡紀眉，2017 年 10 月 17 日），共享運具

更可能是交通運輸產業的下一個藍海。循此，值得探問的是，行動通訊

科技「如何」中介這類相對新穎的交通移動技術？換言之，智慧型手機

與應用程式在共享運具系統中扮演何種角色？而此種新型態的移動技

術，又將為吾人日常生活樣貌帶來何種變化？ 

媒介研究領域中，不乏以「移動中的媒介實踐經驗」為題的研究成

果。例如 Bull（2007）以 iPod 為例，指出隨身聽的使用足使城市空間

公／私領域界分產生變化；Ito, Okabe, & Anderson（2009）則認為行動

電話使用促成了「城市空間的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urban places）；

Rheingold（2003）更觀察到日本年輕族群發展出以手機「做繭」的使用

型態，也就是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玩手機」，刻意避免與陌生人眼神交

流；黃厚銘與曹家榮（2015）則著眼於行動電話的即時通訊特質，指出

手機使用可以「微協調」的方式促成「時空軟化」。 

當「行動電話」搭載適地型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

相關應用亦隨之擴展時，漸有學者發現，加載適地性技術的行動媒介實

踐經驗，不僅對個人時空感受產生影響，亦衍生出新的社會性與空間性

（吳筱玫，2016；吳筱玫、李蔡彥，2018；Greenfield, 2017; Humphreys, 

2007, 2010; McQuire, 2017; Sutko & de Souza e Silva, 2011）。這些研究

成果皆說明，行動媒介實踐經驗已然具有整合或混雜虛實空間的特質。 

然而，相關研究成果多聚焦於以行動媒介為本的媒介實踐經驗，仍

未觸及必須與媒介實踐連動方得可能的其他社會實踐探討。但物物連動

的萬物聯網趨勢，卻又正是當前城市發展的關鍵趨勢（林欽榮，2013；

Greenfield, 2013, 2017; Townsend, 2013），這個趨勢則指向與媒介實踐

連動、同步發生的其他社會實踐，將會在未來城市生活樣貌中占有一席

之地，故探索此種包含但不限於媒介的實踐型態，實具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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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本文試圖以臺灣本地已然盛行的共享機車為研究對象，希望

藉由其「使用者—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電動）機車」的基本運作

模式，發掘行動媒介如何居中運作而構成新型態的移動技術，進一步探

討此新型移動技術及移動實踐，如何創造或改變常民的移動經驗與城市

空間性質，並由此作為擴延媒介研究領域視野，反思當前與想像未來城

市生活圖景的基礎。 

下文將提出「協作移動」（collaborative mobility）的概念，藉以理

解共享機車的運作。據此本文將進一步說明，智慧型手機不僅作為共享

機車技術系統運作的關鍵環節，更為常民創造了新型態的移動／媒介實

踐經驗與城市空間經驗。 

貳、定義「協作移動」 

直觀來看，共享機車須仰賴行動媒介與交通工具的連動運作，兩者

缺一不可，故是媒介與運具「協作」的移動技術體系。然而（行動）媒

介中介的移動技術體系由來已久，並非新的科技發展型態；另一方面，

智慧型手機在共享機車運作過程中，其影響所及並不止於使用者是否能

夠參進其中駕乘，更進一步牽涉技術體系研發及維運布局。因此，本文

首先將說明「協作移動」的概念定義，作為理解協作移動技術的構成，

及與之相關的實踐經驗如何可能之論述基礎。 

一、軟體研究的啟示：日常生活的「編碼化」 

Bauman（2000, pp. 115-116）曾指出，整體社會形態從穩定固著邁

向輕盈流動的主要驅力之一，就是當代「軟體資本主義」（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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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m）的浮現。本文認為，Bauman 之所以使用「軟體資本主義」

而非「科技資本主義」或「通訊資本主義」等其他詞彙來指涉科技進展

與社會變遷的纏繞關係，或可理解為在液態社會中，乃是軟體的進步，

及其與各種硬體物件的整合組裝共同促成的進展，逐漸在社會變遷過程

中取得主導性地位，從而使得社會形構越發顯出液態的流動特性。 

本文嘗試提出的「協作移動」概念在當代成為可能，也正是因軟體

所聚合承載的編碼指令介入了與之相應的硬體物件設計，使行動媒介與

交通工具得以產生接合，進一步擴增了移動技術體系的樣貌。也因此，

Bauman 對軟體資本主義的重視，正可視為本文進一步向軟體研究領域

尋求資源以確立「協作移動」概念定義的立論基礎。 

Kitchin & Dodge（2011）指出，廣義傳播科技研究的提問方式關注

傳播科技造成的社會影響，而軟體研究的特殊性則意在追問其如何運作

而能夠帶來影響，根本來說，即是在問載於軟體之編碼如何構成與發揮

作用。同時，由於傳播科技所帶來的社會關係轉變在特定時空中發生，

而內蘊編碼指令的軟體又具形塑空間的能動性，就此，我們可以視軟體

為 一 種 「 社 會 — 技 術 」 產 物 ， 且 軟 體 本 身 與 社 會 是 互 相 形 塑 的

（Mackenzie, 2006; Manovich, 2001）。 

Kitchin & Dodge（2011, pp. 1-8）指出，軟體乃一連串指令與運算

的編碼，用以給硬體「該怎麼做」的指令，同時也可使硬體與硬體間彼

此連動，形成資通訊科技網絡。在日常生活領域中，但凡有著資通訊科

技附隨中介的物件或技術體系，皆可視為「編碼物件」（coded object）

或「編碼組裝體」（coded assemblage），奠基於編碼基礎建設，這些

編碼物件或體系方得運作、相互配合。循此，我們可說當前物聯網趨

勢，實際上就是日常生活逐漸「編碼化」的進程，而本文欲探討的協作

移動，正是此編碼化進程的產物之一，其在既有編碼化環境中，以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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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新穎的姿態體現甚或深化了編碼化過程。 

二、日常生活中的編碼空間與「編碼／空間」 

以日常生活編碼化為基礎，Kitchin & Dodge（2011）特別說明軟體

與城市空間的關係，空間並非穩固不動的實體，而是一個「不斷發生」

的過程（Dodge, 2009; Kitchin & Dodge, 2011, pp. 13-16），著眼於此，

他們指出，在軟體逐漸取得主導性地位的日常生活中，已浮現一種必須

經由軟體中介方得生成的空間型態，稱之為「編碼／空間」（code/ 

space），用以區別容納編碼物件或組裝體存於其中的「編碼空間」

（coded space）。兩者根本差異，乃當編碼組裝體在其所處空間中停止

運作時，該空間是否仍能持續生成。亦即，編碼空間不受編碼物件或組

裝體是否中止運作的影響，而「編碼／空間」則試圖強調軟體與空間相

互依存、動態生成的關係（Kitchin, 2016）。 

本 文認 為，這 種依 存關係 必須 在「實踐」 過程 中展現 。 根 據

Kitchin & Dodge（2011）、Urry（2007）等學者觀點，在飛航移動體系

中，機場的報到櫃台乃一種典型的編碼／空間，機位安排、行李托運等

相關事務都必須透過專屬的資訊管理系統進行管控，假若處理相關程序

的電腦（硬體）壞了或是資訊管理系統（軟體）當機，都將可能使飛航

移動無法成立。機場報到櫃台因配有各式編碼組裝體，故已是編碼空

間，但編碼組裝體是否足以進一步生成「編碼／空間」，資通訊系統的

運作不可或缺，而其運作──無論是系統設計端或系統使用端──則仍

須透過人的實踐而行。又觀察目前科技發展趨勢，仍明顯可見軟體研

發、運作、修正等「社會—技術」過程無一不需人為介入，因此在定義

協作移動時，必須將人的媒介／移動實踐經驗一併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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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碼移動、編碼／移動，與「協作移動」 

移動技術亦有編碼移動（coded mobility）與編碼／移動（code / 

mobility）的區別，但編碼／移動仍不足以描繪共享機車這種新型態移

動技術，下文將以「協作移動」指稱並說明其中差異。 

在日常生活編碼化進程中，資通訊科技介入移動技術體系的幅度亦

漸提升。以公車系統為例，早年只能從公車站牌告示與紙本路線手冊得

知公車路線與時刻，晚近公車則加載 GPS 技術作為輔助，乘客已可透

過手機應用程式或公車站電子布告系統，即時監控查詢公車行進動態。

公車系統雖進一步編碼化了，但若 GPS 技術突然失靈，公車並不會因

此停駛，套用編碼空間概念，公車系統可視為一種編碼移動。但亦有與

此明顯不同的「編碼／移動」。 

編碼移動與編碼／移動的根本區別，同樣在於技術體系是否將因軟

體失靈而導致移動的中止。再以飛航移動為例，掌管航空秩序的塔台亦

由各式編碼組裝體組構而成，一旦失靈，整個移動體系必將停擺（伊藤

惠理，2016／林書嫻譯，2017；Carr, 2014／楊柳譯，2016）；類似運

作邏輯亦體現於鐵路、捷運等軌道運輸，除購票機台等資通訊裝置，其

運作更須仰賴後台「行控中心」管控調度（林哲生，2017 年 7 月 14

日），而這後台管理中心正就是各種資通訊管理系統，也就是編碼組裝

體的接合總成。這類移動技術代表一種真正以軟體為中心，假若沒有軟

體中介便無從運作的「編碼／移動」。 

由於共享機車運作必須奠基於行動媒介，若無智慧型手機，不僅無

法參進駕乘共享機車，整體營運模式亦難成立，就此，共享機車自是一

種編碼／移動技術，但本文認為，行動媒介居中運作的移動技術又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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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之處。 

本文所論之「協作移動」仍為編碼／移動技術之一類，但關鍵差異

在於，常民在飛航、捷運等編碼／移動技術中，無法以「搭乘」以外的

實踐行動介入技術系統運作（除了極少數狀況，如不慎落入行車軌道─

─重點是它並不構成移動技術的「如常」運作），然而協作移動技術的

持續運作（或破壞），卻必須要求使用者操作智慧型手機，進而以騎乘

的方式「協作」移動技術體系的生成。換言之，共享機車的「協作」特

質不只是媒介與運具兩種不同技術的接合，關鍵在於其運作需由營運方

與使用者群體共同參進方能持續完成，這也是本文將新型態的編碼／移

動技術定義為「協作移動」的核心思考。 

由技術營運方與使用者共同「協作」的最明顯示例，就是共享機車

的車輛網絡大部分由使用者集體共構。亦即，使用者透過應用程式尋找

車輛、進行租賃程序時，該車輛所在位置乃前一位使用者的終點，亦同

時是下位使用者的移動起點，如此持續循環。換言之，使用者不僅只是

滿足個人移動需求，同時還促成了此移動技術的（再）生產──該移動

技術體系的車輛網絡，有部分是所有參進其中的使用者共同決定的。 

四、協作移動作為跨領域概念 

綜合以上討論，本文將「協作移動」定義為：由行動媒介與交通運

具兩種不同技術系統，以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的型態接合連動，且需由

技術生產者與使用者集體共同參進，方得持續完成的新移動型態。如軟

體研究所揭示，主流傳播科技研究甚少追問科技本身如何構成與運作才

足具影響力（Kitchin & Dodge, 2011），在移動研究領域中亦有類似偏

向，即資通訊科技如何接合於移動技術體系的論題，所獲關注甚少。也



城市空間中的「協作移動」：以 WeMo Scooter 共享電動機車為例 

‧59‧ 

因此，協作移動概念或具拓展移動研究領域視野之潛力；另一方面，本

文亦企圖藉此在媒介研究領域中，開展包含但不限於媒介的跨領域思

考。 

「媒介地理學」（media geography, Adams, 2009; Adams & Jansson, 

2012; Falkheimer & Jansson, 2006; Jansson, 2007; Jansson & Falkheimer, 

2006）相關論述曾指出，行動媒介科技高度普及，「媒介化的移動」

（mediatized mobility）已成現代社會重要特徵（Adams & Jansson, 2012, 

pp. 302-303; Jansson, 2013, p. 280）。隨科技進展與社會變遷，如今媒介

已可以甚或必須移動技術連動，由此創造出包含但不限於媒介的新型態

移動／媒介實踐時，以「非媒介中心的媒介研究」（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 Couldry, 2012; Krajina, Moores, & Morley, 2014; Morley, 

2009）進路，探索媒介如何居中、接合於其他技術體系的運作與實踐樣

貌，從而拓展媒介研究領域視野，就顯出必要性。 

此外，本文延伸「編碼空間」與「編碼／空間」概念區辨，進而定

義「協作移動」概念，關鍵意涵在於，我們已經看見或正體驗種種日常

生活行動朝向「媒介化」──或如本文所言之「編碼化」──方向進展，

逐漸呈現為如 Lash（2002）所言的「科技生活形式」（technological 

forms of life）。但所謂媒介化過程，並非在日常生活中置入一種（或多

種）媒介物件如此簡單，儘管我們正處在一個科技高度發展的社會環

境，但由此而生的科技生活形式，其內涵顯然並不是均質的。 

「媒介化」概念強調媒介與社會體制間的互動過程（唐士哲，

2014；Hepp, 2013），認為當代許多社會體系或制度因媒介居中運作而

產生質變，形成一種「媒介邏輯」（media logic, Couldry & Hepp, 2013; 

Deacon & Stanyer, 2014; Hepp, 2013）。若循軟體研究思路，將影響當代

社會生活深遠的數位媒介視為更抽象的「軟體與硬體接合的組裝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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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編碼指令使二者連動運作，甚至是物物連動至其他技術系統，循此視

角探索科技物件或組裝體如何構成、運作，以及使用者如何占用／挪用

此科技，適可作為理解媒介邏輯之浮現過程，及其衍生的科技生活形式

之研究進路及思考資源之一。 

本文所定義的「協作移動」正是嘗試說明同樣具有編碼化特性，但

質性卻明顯有別的移動技術體系已然浮現並逐漸成熟，因而可能在其運

作過程中帶動樣貌不同的科技生活形式。在下文對協作移動的進一步探

討中，將視移動為「社會—技術—文化」過程（Sheller, 2011, 2017; 

Sheller & Urry, 2006a），由此視角檢視與協作移動相關的技術構成與運

作，及其所促成的使用者實踐樣貌。 

參、研究設計 

本文將共享機車定義為由智慧型手機與交通工具接合連動的新型態

「協作移動」技術，據此探索其如何運作，開啟何種新型態的實踐樣貌

與空間／社會關係。在具體案例方面，以 WeMo Scooter 共享電動機車

（以下簡稱 WeMo）及其使用者為研究對象。考慮到「協作移動」需由

技術體系營運方及使用者共同參進，方得持續如常運作的關鍵特性，因

此必須留意區辨在臺灣本地脈絡中，歷史更為悠久、也更為普及的公共

自行車 YouBike，亦一定程度展現「協作」特質：在「甲地租乙地還」

的運作模式下，前位使用者的終點乃是下位移動者的起點，如此持續循

環，這點與共享機車並無二致。 

但本文認為正是此「甲租乙還」運作模式，使 YouBike 將無法完整

呈現當代「協作移動」的面貌。在 YouBike 技術系統中，無論起點與終

點為何處，其站點都是由營運方預先決定的，使用者僅能順應而無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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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對地，採用無站點技術設計的共享機車，則是營運範圍內的任何

角落，都有可能成為使用者的起點與終點。換言之，此種「隨租隨還」

的技術特性使車輛網絡更加動態與彈性，因此也更加仰賴營運方與使用

者的協作共構。 

從使用者角度言之，當使用者欲使用共享機車時，需要順應的是由

營運方與使用者集體協作出的車輛網絡，而非營運方預設的站點，由

此，是每位使用者幫下一位使用者決定了「站點」，並非全由營運方決

定；而無論找車、租車或還車，這些過程都只能仰賴智慧型手機中介，

這便顯出「協作移動」賦予了使用者藉自身移動而改作車輛網絡甚至城

市空間紋理的權力，這點乃目前 YouBike 系統未能觸及之處。而對營運

方來說，無樁點技術方案更須仰賴智慧型手機（與管理後台）中介，方

能順利進行所有車輛營運管理環節，以維繫協作移動技術運行不輟，此

種以行動媒介居中運作為本的特質，目前 YouBike 技術系統亦無法完整

呈現。 

循此，無論從使用者角度或營運方角度，藉目前仍穩定發展的共享

機車作為探索「協作移動」的案例，乃現階段最合理的選擇。而以

WeMo 為例的現實原因另在於，本文於 2018 下半年起展開調查研究，

其時共享機車浪潮雖漸吹向亞洲，但臺灣本地除 WeMo 外，尚未出現

其他具規模的共享機車服務。又根據 Howe（2018）調查，2018 年全世

界近百共享機車服務，亞洲城市僅當時以臺北市區為營運範圍的 WeMo

穩定成長，雖然 2019 年臺灣本地陸續有 iRent、GoShare 等營運單位投

入市場，但二者目前車輛數量總和仍不及 WeMo。此外，Howe & 

Jakobsen（2019）的調查則進一步指出，綜合 WeMo、iRent、GoShare

三大共享機車營運商，臺灣本地共享機車數量規模居世界第二，以在全

球第二大規模市場中領頭的 WeMo 作為研究案例，應具一定程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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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社會學領域中持續發展的「（多重）移動典範」（the mobilities 

paradigm, Sheller, 2011, 2017; Sheller & Urry, 2006a）將「移動」視為一

種「社會—技術—文化」過程。循此，可促成移動的交通運輸體系，除

了技術本身，其構建運作尚涉及政經、社會、文化，乃至城市空間等制

度性力量的介入與相互協商，共享機車亦不例外。唯其作為一種「協作

移動」技術，還必須仰賴使用者的實踐協作才能持續運作。本文嘗試在

協作移動概念定義下，探索行動媒介如何居中運作於協作移動技術，及

如何形塑或影響與之相關的使用者媒介／移動實踐樣貌，並以質性研究

半結構訪談的方式，同時參酌自身（我自己）的共享機車使用經驗，自

2018 年 7 月起至 2019 年 3 月止，以九個月時間進行田野觀察及資料蒐

集與彙整。 

「協作移動」凸顯使用者占用技術體系以進行移動實踐的環節，但

營運方為確保技術體系順利運轉，也會進行移動實踐以進行車輛調度維

保與備品、能源補給。因此除使用者外，本文同時關注 WeMo 營運方

的移動實踐，以盡可能掌握協作移動技術的構成與運作。 

本文資料蒐集涉及 WeMo 的營運方與使用者兩個方向。在進行研

究初期，先對 WeMo 營運方進行初步的「導覽」訪談（吳嘉苓，

2012），代表營運方的受訪對象，職稱為技術研發經理，但職責範圍同

時涉及技術與營運，也是 WeMo 公司成立後第一位正式員工黃先生，

他在 WeMo 技術系統的原型發想與開發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涉入

營運業務甚深，是為核心人物。此外另覓得 WeMo 外勤人員受訪，但

為尊重受訪者匿名要求，在本文中以化名「九九」代稱。 

在使用者方面，本文在臺大 PTT 實業坊、WeMo 臉書粉絲專頁等

網路社群中招募合適且願意參與研究的受訪者，其中在 PTT 首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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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享」、「機車」相關的討論版，以及臺北市各行政區討論版為主

要徵集場域，也從 WeMo 臉書粉絲專頁上找尋經常留言或參加活動的

「粉絲」，以主動徵詢的方式募集受訪者。在受訪者選擇標準方面，由

於 WeMo 至本文執行研究期間營運約二年餘，尚不及市區內其他運具

「成熟」，且 WeMo 乃城市中多種移動技術體系之一，考慮到臺北市

民擁有多種移動選項，因此根據 2018 年末 WeMo 後台統計，年度使用

次數超過 100 次者為訪談對象。3 以一年 52 週計，超過百次使用意味

平均每週使用可超過兩次，且本研究募得之受訪者皆註冊為會員未滿一

年，即已達成超過百次甚至兩百次使用，更能說明他們對於此種新型態

交通工具的倚賴。 

本文資料蒐集前期的主要重點為對 WeMo 營運方的觀察與訪談，

以及研究者自身使用經驗的累積與田野筆記，以初步掌握 WeMo 的營

運及調節過程。其後藉由觀察、親身使用經驗與使用者訪談所得，進一

步調整研究問題，陸續進行營運方補訪。由於技術體系的進展調節與使

用彼此相互影響，且為歷時性過程，故對 WeMo 營運方前後共進行七

次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而在九個月田野工作期間，研究者則未曾

間斷觀察 WeMo 的營運、公告，及其與粉絲互動的各種活動，至田野

工作結束，陸續完成 40 餘位使用者訪談。這些使用者實踐經驗樣貌萬

千，為聚焦於協作移動如何可能、行動媒介於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又促

成何種以協作移動為本的科技生活形式，本文主要呈現九位使用者的實

                                                        
3 黃先生曾表示，在本文研究期間，營運方視平均每週使用至少兩次為忠誠使用

者，這即成為本文徵募受訪者的主要條件。此外，營運方曾於 2018 年末對個別

使用者年度使用次數及其節約排碳量進行結算，其後在粉絲專頁上鼓勵使用者將

其「成就」截圖上傳分享於留言區，本文正是在此討論串下逐一徵募願意受訪的

使用者。若非來自粉絲專頁的使用者，本文亦會詢問其年度使用次數，必須以至

少百次為度。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五期  2020 年 10 月 

‧64‧ 

踐經驗（見表 1）。至於 WeMo 外勤人員，我則在 2019 年初對其陸續

進行兩次訪談（其中一次為非正式「聊天」）。以這些經驗資料為本，

應足以充分理解協作移動技術如何以行動媒介居中之姿而運行，及其與

使用者間的協商調節、適應於彼此的過程。 

表 1：受訪者名單4 

姓名 年齡 性別 居住地 職業 

黃先生 31 男 - WeMo 技術研發經理 

九九 - 男 - WeMo 維護專員 

艾比 37 女 捷運六張犁站附近 程式設計師 

洋洋 26 男 士林區陽明高中附近 會計 

小美 19 女 捷運信義安和站附近 學生 

小林 21 男 捷運東門站附近 學生 

小柯 29 男 萬華區 待業／準備國考 

阿文 33 男 桃園市 工程師 

鬍仔 37 男 松山機場附近 建築師 

熊貓 22 男 新北市中和區 物流業 

小竹 20 女 新北市蘆洲區 學生 

 

肆、協作移動的技術構成 

在 WeMo 案例中，使用者若欲進用共享機車，須在智慧型手機下

                                                        
4  本文曾接觸並完成訪談的合格受訪者超過 40 位，精簡彙整後，包含營運方代表

共有 11 位受訪者呈現於下文分析中。由於受訪者居住地會影響使用，但黃先

生、九九兩位為營運端代表，且九九有匿名需求，故不載明其居住地。另，本文

於訪問期間發現，若將受訪者匿名處理，可獲較充分資訊，故除 WeMo 黃先生

外，全文以化名形式稱呼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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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專屬應用程式，利用程式內機車網絡分布地圖找到車輛，並移動至欲

租車輛旁，再於應用程式中操作租賃及啟動機車程序，方得騎乘機車。

此程序展現了「使用者—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機車」的連動關係。 

從營運端角度，由於共享機車數量龐大，營運方又須維繫「移動」

的順暢無礙，除需確保機車及應用程式皆可穩定運作，對散布於城市中

的車輛進行管理與能源補給亦屬必要，故營運端又區分為內勤人員與外

勤人員。內勤人員透過資通訊管理後台監管（行動）媒介及機車的穩定

度，外勤人員則負責為機車更換電池、補充備品（衛生帽套、抹布）、

簡易維保等後勤任務，此則同樣須仰賴智慧型手機及「外勤版」應用程

式居中運作。因此，內勤工作可視為「內勤人員—管理後台—機車」的

三者連動，外勤任務則似使用者，呈現「外勤—智慧型手機／應用程

式—機車」的連動關係。可以看見，包含管理後台在內，協作移動技術

高度仰賴行動媒介之助，缺之不成其事。 

一、「智慧黑盒」：接合不同技術體系的關鍵環節 

無論是管理或騎乘共享機車，行動媒介皆扮演重要角色，此處關鍵

在於，車輛本身必須被納入這個「編碼化」的技術體系。而使車輛得以

被編碼化為技術體系一環，從而促成協作移動的要件，就是由 WeMo

自主研發的「智慧黑盒」。 

WeMo 的智慧黑盒安裝於機車前車殼內，內含 GPS 定位裝置、陀

螺儀、重力加速度傳感器等裝置，且安裝 sim 卡以便與手機及後台管理

系統進行點對點通訊，並採用 4G 頻段作為通訊基礎。黃先生說這「就

跟人拿著手機一樣，在機車上面插 sim 卡，做整個盒子，可以想成是這

台機車也拿著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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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界定營運範圍：影響協作移動技術體系的社會因素 

智慧黑盒的設計不僅可讓營運方有效監測與管理車輛網絡，同時也

讓使用者可在 WeMo 應用程式端進行「找、租、騎、還」的完整流

程，唯租、還程序限定機車車體必須在營運範圍之內。至於營運範圍界

定，則仰賴地理圍欄技術（geo-fencing）。 

「劃界」乃以地理資訊科技「占用」城市，其雖以資通訊技術為

本，但非僅由技術決定，仍受其他社會因素影響。例如 WeMo 黃先生

與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皆表示，2016 年 WeMo 準備開始營運前，已與市

府交通局多次交流，交通局則在「智慧交通」的願景規劃上看見官民合

作的可能性，因此將 WeMo 納入臺北市智慧交通 4U 計畫並給予行政協

助，5 以期 WeMo 未來成為市政單位邁向智慧交通願景時的有力輔助。 

除政治面向外，經濟、文化、城市空間特性等社會因素亦影響劃界

過程。WeMo 初期以臺北市中正、大安、信義三行政區為營運範圍，原

因關乎城市空間與經濟效益的考量──這三區商圈與校園密布，人潮較

多；至 2018 年第四季，WeMo 營運範圍拓展至臺北市全行政區，但儘

管號稱「全區開放」，實際上在臺北盆地周圍山區，如象山、指南山並

不屬營運範圍，因若開放山區，將提升維運成本。此外，在文山區試院

路後半段，因坡度過陡可能導致車輛傾倒風險與換電人員作業危險，基

於安全考量，此處亦劃為 WeMo 營運範圍內禁止還車區域。 

此外，WeMo 對城市空間的占用亦受文化因素影響，因應臺北市政

                                                        
5  4U 乃指共享汽車（Ucar）、共享機車（Umotor）、共享單車（Ubike），以及共

享停車位（Uparking），行政協助則指容許營運方批次繳納停車費（不需單筆繳

費），簡化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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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跨年活動所進行的技術調節即是一例。1994 年首次出現於市府前廣

場的跨年「市民之夜」活動，乃首位民選市長陳水扁以「節慶式治理」

親近平民的重要手段（廖漢騰，2003）。2004 年同樣位處信義計畫

區，曾為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臺北 101」落成啟用後，自當年起，至

今年年於其外牆施放跨年煙火。座落於信義商圈周邊的市府前廣場本已

有跨年活動，後又因可近距離欣賞煙火表演，因此成為臺北市跨年節慶

首選之地，基於臺北 101 大樓曾有世界最高摩天樓美名，101 煙火甚至

是全球各大媒體每至跨年必關注的國際焦點。 

由於此種國際節慶將吸引眾多市民同歡，當晚市府周邊的空間秩序

必須妥善規劃，同時也須周遭大眾交通運輸系統配合，以利人流通暢。

跨年夜至元旦凌晨，臺北捷運整夜無休營運以利民眾使用，WeMo 雖本

就是 24 小時營運，但為配合市府管制，WeMo 不僅主動暫時調整營運

範圍，也就是市府前廣場、全信義商圈及其周邊皆暫時不營運，甚至為

配合市府清出活動空間，跨年當日上午起至晚間八點，管理後台採取了

在前述管制區內車輛「只出不進」的策略，即只許使用者從管制區內把

車騎走，但若有車騎進管制區，則無法歸還車輛。直到元旦凌晨三點

後，才完全恢復正常營運。 

「只出不進」的技術調節雖仰賴編碼指令設定，但實際上，跨年活

動開始前，仍有許多未被租用的車輛留置於管制區內。黃先生表示，他

們一方面從技術端進行管制區內「准租不准還」的編碼指令調節，另一

方面，當天活動開始前，外勤人員以兩人為一組全數出動，根據應用程

式地圖，騎車雙載去找到那些在管制區內的車輛，再由原本坐在後座的

外勤人員「租用」騎出管制區，如此來回數趟，直至管制區內車輛清空

為止。很顯然，因應市府前跨年活動而有所調節的營運範圍與時段，不

僅需要營運方主動調度，也仰賴使用者參進車輛網絡分配，從而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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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Mo 協作特質。 

根據上述，WeMo 占用城市空間的營運範圍劃定過程不只是應用資

通訊科技將虛擬空間疊加整合至真實空間之上，此過程還受技術層面外

的其他社會脈絡影響，換言之，協作移動技術體系確實呈現「社會—技

術—文化」相互影響且持續完成的關係（Sheller, 2011, 2017），包含行

動媒介在內的媒介科技則顯然是整個技術體系得以運作無礙的關鍵環

節。 

伍、協作移動的「行動化營運」 

一、系統後台的「行動化」 

從日常生活編碼化進程來看，由於捷運、飛航等移動技術同樣須仰

賴資通訊科技中介，資通訊管理平台顯非協作移動技術專屬。但協作移

動技術的管理平台特殊之處在於，除監管技術體系自身，尚必須旁及對

編碼化空間，也就是其營運範圍的管理，才能有效維繫技術體系運作。 

後台管理系統除用以掌握車輛所在位置，亦可監測車輛使用狀態，

以保障使用者騎乘安全。也因此，為促成整個協作移動技術體系順暢運

作，對車輛狀態的即時掌控有其必要，這則依靠智慧黑盒，及可接收智

慧黑盒回傳資訊的維運系統和手機應用程式。此環節有一專屬協作移動

技術的特出之處，即其不同於其他移動技術系統僅能在特定地點進行監

測管控，WeMo 系統後台本身就可以是行動化的。 

在我與 WeMo 營運方多次互動過程中，曾見過黃先生的智慧型手

機跳出由系統後台發出的即時通知。黃先生表示，系統會即時通報可能

須立即處置，以免影響系統運作的警訊，顯見，在 WeMo 營運系統中



城市空間中的「協作移動」：以 WeMo Scooter 共享電動機車為例 

‧69‧ 

已設有行動化的後台管理程式。又基於智慧型手機等行動媒介必然具備

行動連網能力，黃先生本就可透過手機，或者我們每次見面時他都必定

隨身攜帶的筆記型電腦，登入系統後台值勤。6 

此外，由於內勤與外勤人員職責不同，WeMo 另有「外勤版」應用

程式，設計差異則為因應外勤工作使用需求。更精準地說，黃先生手機

中的應用程式是權限較大的版本，這個版本可用於內勤，亦可作為外勤

之用，他也確實曾使用他手機裡的應用程式版本，向我展示外勤人員值

勤流程。而外勤版應用程式屬私人企業用途且具營運機密性質，因此應

用程式都被安裝在外勤專用的「公務機」，僅限於出勤工作時使用，非

工作時間則無法取得公務機。 

二、移動如何協作？共構營運的內勤、外勤與使用者 

（一）車輛網絡的布建與重分配 

內勤人員除肩負維持系統穩定之責，當然也包括持續研發優化系

統、監管車輛網絡等事務，外勤人員主要勤務則為機車補充能源與備

品、簡易檢測車輛。這些勤務都必須仰賴行動媒介輔助，也凸顯智慧型

手機非僅「行動電話」，其可透過應用程式促成人機互動與物物連動，

由此創造新的技術體系與社會關係。 

資通訊管理後台除監測旗下車輛，尚須旁及營運範圍的界定與管

理，及營運範圍內的車輛網絡分布。而車輛網絡的（重）分布，則是內

勤、外勤與使用者共同協作的結果。由於營運方必須盡可能使供給足以

                                                        
6  為說明營運方如何應用後台資料，黃先生數次拿出手機或筆記型電腦向我展示一

部分後台運作，但他同時也耳提面命不可錄影、錄音或拍照。基於營運機密考

量，本文無法進一步描繪該行動化後台的運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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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需求，以提升使用次數獲取營收，但另方面又難以避免使用者將車

輛騎乘至市區較偏遠處，因此透過後台數據判讀使用熱區，並與外勤通

力合作進行「車輛調度」乃營運要務。前節有關營運方為因應跨年活動

而進行的車輛清運已可窺見車輛調度之具體執行策略與必要性，此處則

以一般情況下的車輛調度為討論重點。 

「調度」意指將新增車輛與閒置車輛調往使用密集的熱門區域。在

布建車輛網絡時，WeMo 營運方會在營運熱區中「見縫插針」，只要發

現閒置公共車位，就將車停放於此，同時也會在系統後台設定車輛閒置

時間（以 24 小時為度），停放過久未被租用者，將被判定為閒置車

輛。其後營運方會再出動貨車，司機則按應用程式地圖所示沿路「蒐

集」閒置車輛，將其重新投放至熱門區域，藉此盡量提升車輛使用率。

然而，WeMo 進入市場初期，卻刻意不對車輛進行調度，原因在於車輛

數有限，其產生的數據參考價值因此也有限： 

剛開始可以說完全沒有在調度。為什麼不調度？因為我們要看

它自然而然長出來的型會是什麼型……當我車輛數不夠、密集

度不夠的時候，我要怎麼去看這個東西？我要一個精準的錯誤

嗎？還是一個模糊的正確？所以我們都隨便讓它們長。當我們

還沒有足夠量、足夠的數據去分析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是

隨便讓它放，真的是隨便，這邊有位置，有合法停車位，我就

先放進去。那我覺得這個需要時間的累積，就是我累積到一定

的量之後，我們才有足夠的數據去做後面的分析。（黃先生） 

這個任憑其自然生長的「放養」思維，持續到車輛數增至一千輛規

模，才有初步的人力調度介入。為何是以一千輛為基準，當時並沒有任

何客觀依據，而是主觀認定成分居多： 



城市空間中的「協作移動」：以 WeMo Scooter 共享電動機車為例 

‧71‧ 

到一千台車的時候，我們開始覺得說，我需要調度了。……但

（當時）因為我們的營運團隊對於整個東西還不夠熟悉，而且

覺得說測量密度不夠的狀況下，其實我們也曾經有點內縮，但

是一般消費者不會知道這個。（黃先生） 

「內縮」意指車輛數增加，且同步擴大營運範圍之時，由於經營團

隊對於車輛閒置時間與熱門區域的判讀尚不夠成熟，故使用熱區雖未必

在市中心人潮鬧區，7 但在調度時，WeMo 會傾向於依賴營運者原有城

市空間想像，將閒置車輛往市中心投放，而不見得完全依循後台管理系

統的分析結果。 

這種調度方式不僅是人為決策高於數據分析的具現，傾向於往市中

心投放車輛的策略，亦說明了 WeMo 車輛網絡在營運過程中，因使用

者移動實踐而生成了奠基於城市空間紋理，但又與之略有不同的

「WeMo 紋理」；而為求提升營收，營運方則以人力調度的方式，以原

有城市空間特性為本，重新調節車輛分布網絡。據此，協作移動概念雖

以軟體研究為本延伸而來，但其同時亦凸顯軟體中介的技術運作不必然

完全仰賴軟體運算結果，營運方的人為判斷，及與之相應的實踐行動，

影響技術體系運作甚深。 

（二）使用者移動實踐：與車輛網絡協商，並共／重構車輛

網絡 

「調度」流程凸顯車輛網絡的動態性，而其（重）分配受營運方後

台數據、人為決策，乃至城市空間中合法停車位分布及可得性的深刻影

                                                        
7 據黃先生表示，例如位於士林區的東吳大學一帶，及位於北投的馬偕護校等地都

是熱門使用區域，但以空間區位特性來說，這些地點並非一般認定的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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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當然也與使用者據之以行的移動實踐有密切關連。 

共享機車預設使用模式為「找、租、騎、還」：使用者打開應用程

式→找：使用者在應用程式地圖中，根據自身所在地找到並預租車輛→

前往、抵達車輛所在位置→租：操作租賃程序→騎：開始騎乘移動→

還：至目的地後操作還車程序→還車完成，結束使用。「找車」可謂協

作移動技術最為與眾不同之處：由於車輛網絡分布變動不居，使用者未

必能夠屢次在相同位置租賃車輛，或使用者所在位置附近可能有很多、

也可能沒有待租車輛。這種車輛網絡的動態特性有一部分可歸功於使用

者集體實踐所致──前位使用者的終點，乃下位使用者的起點，持續循

環。也因此，使用者每一次進用共享機車，皆將不可避免地需要與動態

的車輛網絡協商，因為不可能在同一地點租到車，使用者每一次租賃騎

乘「附近」的車輛時，可能都有不同步行動線；而如果附近有多部可租

車輛，則可能又有不同租賃決策。如果使用者心目中的「附近」並不總

是那麼近，他們還會進一步發展相應的實踐策略。 

居於捷運六張犁站附近的艾比使用 WeMo 通勤上班。由於通勤乃

每日慣行，久而久之，她發現住家附近似乎有同樣習於使用 WeMo 的

「鄰居」： 

我是有感的，因為就是真的是固定頻率的，我就蠻有感

覺。……蠻明顯的，固定一個時段，有某個巷子附近就會有

車，那我就去牽。然後我看起來就是他下班騎回來……就可能

附近有這種需求的人，就大家真的固定在使用這個工具。（艾

比） 

艾比明確意識到使用者集體實踐共／重構車輛網絡一事，在觀察到

「鄰居」後，當她需要用車時，多會先從那條巷子尋車；有時她也會希

望為鄰居們提供租賃騎乘 WeMo 的機會，而在她認為不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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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Mo 時，仍刻意騎乘 WeMo 返家，因為此舉意味著她也獲得了多一

輛車的租賃機會。 

與艾比相同，居於士林區的洋洋亦意識到 WeMo 車輛網絡有賴使

用者集體協作，因此他也會在夜歸時，將 WeMo 騎回住家附近，並將

車輛停放在合法、且他認為不易被其他使用者發現的區域，藉此提升隔

日有車可用的機會。 

假設我可能跟朋友約吃東西，我可能就會挑電是夠我來回（的

車），而且我明天早上還可以用的電量。……就不要因為我可

能回來之後沒電，那我明天早上不能騎。因為我家那附近，也

蠻……就是我覺得應該也有好幾個人在用，所以那個車就是來

來去去，至少我覺得我自己把一台（騎回來），有留著一台，

對，就多一個機會。（洋洋） 

de Certeau（1984, p. 97）曾以「行人言說行動」（pedestrian speech 

acts）說明城市中的步行實踐，也就是以「言說」來比喻並分析城市漫

步。de Certeau 認為城市空間乃是經過計畫的理性空間，取代了傳統空

間的有機性與曖昧性，他不僅對此持負面評價，同時更積極指出，無論

城市空間如何反映管治者的規劃預想，寓居其中的市民仍不全然遵循空

間規劃來發展自身日常生活樣貌，因此城市生活總是有預期外的可能

性，從而也在象徵層次上，展示有別於計畫所預想的城市空間。亦即，

常民總是會在「大寫」的城市空間中，以其移動實踐擘畫出屬於自身的

宜居性（habitability, de Certeau, 1984, p. 105），一種「小寫」的城市空

間。在 de Certeau 眼中，這種常民實踐經常代表一種「戰術」（tactics），

以機巧、逃逸的游擊姿態展現對管控者「戰略」（strategies）的反制抵

抗，其雖來自常民的微弱力量，但它是一種狡黠的計謀，總是能對強大

的管控力量形成挑戰（de Certeau, 1984; Gardin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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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刻意將車輛停放在隱蔽處，即是他為適應車輛網絡動態特性而

發展出的實踐策略，此不僅可視為「人—技術」間的協商過程，亦說明

洋洋個人生活空間紋理的細微變化。此實踐策略一方面呼應了 de 

Certeau 對城市漫步的想像（雖然本文討論的是「騎車」移動），但同

時另有值得反思之處。亦即，從技術角度來看，由於車輛網絡分布可在

應用程式地圖中一覽無遺，那麼理論上 WeMo 車輛網絡所占用的城市

空間應無隱蔽與否的差異，但對洋洋而言顯然並非如此。這些他認為離

家較遠、較不方便的巷弄，在他騎乘 WeMo 返家之時，卻搖身一變為

他「藏車」時優先考慮的地點，換言之，這些「不便」的巷弄因協作移

動技術的介入，在使用者生活世界中產生了不同於過往的「隱蔽」意

涵，即使在編碼中介的狀況下，這些空間未必有所謂的隱蔽性可言。 

另一方面，過往對「戰術」的想像，多強調其「隱密」，即這些具

創造力的主體必須藉由保持低調，確保自己不受注意與檢查，以便秘密

進行反制行動（Gardiner, 2000, pp. 165-168）。但如果占用城市空間的

WeMo 營運範圍已然是編碼化的，因而無所謂隱蔽可言，且所有與個人

相關的移動數據都被如實記錄，則何種作為才能叫做保持隱密低調、不

受注意？有趣的是，如今用以反制戰略的使用者戰術是否必須保持低

調、秘密進行，其實未必重要，在 WeMo 使用者的案例中，凸顯的是

使用者戰術以「集體」的形式，對施展「戰略」的營運方形成挑戰，迫

使營運方必須因應調節其戰略施為，這點將會在下文進一步討論說明。 

就讀於臺灣大學、居於捷運信義安和站附近的小美，其移動實踐樣

貌亦呼應 de Certeau 所言「小寫」的城市空間宜居觀點。小美因有許多

密友就讀政治大學，這使她在課餘時間經常前往政大訪友。無自有機車

的小美原本大多搭乘公車，但因公車班次較少，她也經常請友人接送往

返政大。使用過 WeMo 後，因大大提升她的移動自由，她的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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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發依賴 WeMo。雖然小美住家、學校皆在市中心地帶，也是 WeMo

營運熱區，但有時她需要用車時，附近仍未必有待租車輛。儘管如此，

她仍執意租用：「趕時間的話我可能就直接（坐）Uber 了，但就是很

貴……不然如果去政大這種麻煩地方，我就是走多遠都還是要騎」。為

了騎到車，小美去到很多她以往不曾停駐之街巷，過去她為前往政大而

常去的公車站，如今也很少再去。此則凸顯協作移動技術除足以改變個

人空間紋理，甚至具有促成使用者邂逅未知城市空間的潛力。洋洋更曾

提到，他因使用 WeMo 之故發現臺北孔廟、保安宮附近環境清幽，因

而浮現賃居於此的念頭。 

Jansson（2007, p. 188）指出，如果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政體及媒介

形式是空間偏向的，那麼晚近社會發展則是空間偏向的極端化，他將此

稱為「超空間偏向」（hyperspace-biased）意識形態。超空間偏向的觀

點沿襲自 Innis（1951／何道寬譯，2003）「傳播的偏向」論述，而

Innis 對於過度的媒介偏向抱持極為悲觀的論調，但 Jansson 對此卻有完

全不同的理解，認為超空間偏向媒介開啟了充滿可能的空間模糊性。從

前述使用者案例則可得見與 Innis 觀點明顯不同，且呼應 Jansson 觀點的

常民實踐樣貌。亦即，行動媒介雖被視為超空間偏向媒介，但在行動媒

介居中運作的協作移動技術中，此特性卻賦予了常民重新認識城市空間

與拓展城市想像的能力，並且促成使用者以不同實踐策略占用城市空

間，進一步與協作移動技術營運方合力促成車輛網絡（重）分布。 

（三）行動化的「停繫之處」（moorings）：車輛能源補給

等外勤任務 

「協作移動」技術高度仰賴使用者移動實踐，營運方與使用者將協

力共／重構車輛網路，維繫技術體系如常運作。但有另一環節亦為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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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關鍵基礎，即其必須以能源供給無虞為前提。在 WeMo 案例中，

此則仰賴外勤維護專員。 

維護專員主要勤務是替電量不足的車輛更換電池。在使用者版應用

程式中，電量不足的車輛將會從應用程式地圖中「下架」，但仍會顯示

於外勤版中，以便外勤圈選、前往更換電池。由於 WeMo 採無站點設

計，車輛網絡分布可能因使用者移動實踐而隨時產生變化，為掌握車輛

位置以便值勤，外勤任務不可能在缺少智慧型手機的情況下進行。此

外，不同於臺灣本地另二共享機車服務，在 WeMo 案例中，出於安全

性考量，他們仍以經過訓練的外勤人員進行換電檢測為營運模式，也因

此，外勤人力角色吃重。 

Urry（2003, 2007）指出，「（多重）移動典範」意在理解社會如

何「動」（mobile）起來，而「動」須以「非動」（immobile）支撐，

亦即「動／非動」乃一體兩面，不可二分（Adey, 2010）。例如汽車需

要加油站，飛航需要機場、塔台，這些佔據特定地點並支撐著移動得以

可能的環節，即是移動技術體系的非動面向，Adey（2010, pp. 20-

23）、Elliott & Urry（2011, pp. 1-3）將此稱為「停繫之處」。在協作移

動技術體系中，管理後台雖屬非動環節，但從黃先生可用智慧型手機或

筆記型電腦登入後台，且 WeMo 配有外勤版應用程式等經驗現象看

來，以往移動技術所須的「非動」停繫之處，如今也產生了鬆動。 

WeMo 設有數個外勤站點（充電所），維護專員到班後，須攜帶備

品與充電完成的電池於外勤用車，便可出門值勤。專員須先在外勤版應

用程式圈選待換電車輛，以免其他同仁同時前往；抵達車輛旁時，則須

從應用程式中同時開啟車廂與電池蓋，並依序換電池與補充備品。完成

後，除回復車廂與電池蓋，尚須檢測車輛外觀及能否順利啟動，之後才

能前往下一輛車，重複以上程序。乍看之下，此工作內容的專業知識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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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高，但實際上，此勞動過程蘊藏著未必能以「專業」度衡的「知

識」，而這種「紋理知識」（Jansson, 2007），亦即對臺北市區道路街

巷的熟習程度，確實能夠為工作帶來幫助。 

九九表示，根據他的兼職工作經驗，其他快遞／外送服務的應用程

式具導航功能，因此不太需要思考「該怎麼走最快」；WeMo 外勤版程

式未搭載導航功能，且每日須換電的車輛位置及遠近必然有所不同，路

線自然不同，「只能看地圖，然後每天就放大、放大（地圖），（看）

這條路怎麼走、那條路怎麼走」。因此換電員在其值勤過程中，不可避

免地必須運用、甚至強化了自己的紋理知識，同時還須憑藉這種「專

業」，每日研發最短換電路徑，以求盡可能在短時間內更換更多電池。 

WeMo 營運方設有每日換電業績門檻，但亦有獎勵制度，鼓勵換電

員盡量多換電池。唯多數換電員績效仍在業績門檻附近徘徊，除個別換

電員的工作能力與工作態度之外，有兩個分別與時間及空間緊密關連的

原因值得說明。 

首先是時段問題。換電員採三班制，以每日下午四點至午夜十二點

的晚班來說，換電需求高峰時間多落在晚間九點後，這正是大多數臺北

市民下班或下課後，或正在下班、下課的時間。換言之，換電員的工作

規律，深受廣大市民通勤時間影響。由於同一上班時段有多位同仁值

勤，且下午並非 WeMo 使用高峰，因此通常在晚上八、九點前，需要

換電的車輛數並不足以促使每個換電員皆以挑戰獎勵的心態投入勤務。 

九九提到，尤其在晚間七點左右的交通尖峰時間，因市區內紅綠燈

時間長且車流壅塞，有部分換電員此時根本不出門值勤。常見狀況則是

在底薪保障下，以最經濟的方式達成業績門檻，也就是在大眾尖峰時段

過後密集值勤。 

就出去也沒用，像我們晚班，晚上下班尖峰時間，出去很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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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光等紅燈就飽了。……很容易被塞在路中間，因為我們

車速都不快。（九九） 

其次則是距離問題。當換電員達到業績門檻後，除非每天都想挑戰

業績獎金，那麼離外勤站所遠一點的車輛，很容易就被換電員刻意忽

視。九九說：「也不是不要出去，就是換很遠，去都不划算的那種。去

換一顆，來回可能兩個小時，不如坐在站所裡面，等近一點的車算

了」。而那些距離較遠的車輛，最終將可能被系統判定為閒置，再經由

調度方式投放回熱區，故是否顧及距外勤站點較遠或冷門區域的車輛，

對換電員來說差別不大。 

在 WeMo 案例中，雖然協作移動技術體系仍有後台管理中心、外

勤站所等「非動」停繫之處，但換電員的角色，恰恰凸顯協作移動技術

中的停繫之處，亦具「動」的特性。在 Urry（2007）的論述中，停繫之

處可以是火車站、加油站等特定地點，然相對於車站，協作移動技術因

其車輛網絡動態分布，並不必然有特定停駐點，因此無所謂供乘客上下

車的停繫之處，或者，在被劃定為營運範圍的城市空間內，處處皆可能

是停繫之處；而相對於加油站這類後勤性質的停繫之處，如今在協作移

動技術體系中，換電員騎乘裝載補給品的外勤用車執行勤務的過程，正

可視為處於移動狀態的停繫之處。換言之，作為後勤的停繫之處也動起

來了。這不僅說明協作移動技術體系的停繫之處本身就同時包含「動」

與「非動」的面向，因此有別於須佔據特定地點作為停繫之處的移動技

術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停繫之處概念之所以在協作移動技術中

產生鬆動或變化，必須奠基於行動媒介的居中運作，其影響所及，非僅

使用者是否得以參進騎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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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雜空間」的物質向度：技術實踐的非預期結果及因應

調節 

據上述討論，協作移動得以可能，關鍵正在行動媒介居中運作。其

重要性展現在利於使用者即時租賃以進行移動，乃至支撐營運外勤勤務

等面向，其所促成的移動實踐更開啟了具豐富意涵的空間模糊性與可能

性。但另方面也不難發現，正因行動媒介居中運作，協作移動技術亦完

整實現了一種涵攝城市空間的「數據監控」（dataveillance, van Dijck, 

2014），並在此基礎上持續生成虛實整合的「混雜空間」（de Souza e 

Silva, 2006; de Souza e Silva & Sutko, 2009）。 

de Souza e Silva（2006）注意到，奠基於資通訊基礎建設，個人可

在行動通訊環境中以行動媒介進行遠距即時的人際互動，此處與彼處因

此連結同步，從而改寫個人所處空間意涵，虛實整合的「混雜空間」於

焉形成。然而，de Souza e Silva 亦指出，雖然混雜空間必基於常民實踐

而生成，但此不可能對資通訊基礎建設有任何實質改動，至多經由手機

形 成 ／ 再 生 產 屬 於 個 人 自 身 的 空 間 經 驗 與 所 在 地 意 識 （ location 

awareness），因此，個人空間實踐經驗才是討論混雜空間時應關注的焦

點（de Souza e Silva, 2006; de Souza e Silva & Sutko, 2009）。換言之，

混雜空間限縮於個人經驗層次，即使個人在實踐過程中占用所處空間，

進而生成屬於個人的空間意涵，但「船過水無痕」，這樣的實踐樣貌並

不涉及個人所處空間在物質性方面的改動。本文則進一步認為，協作移

動的運行過程或具擴展混雜空間觀點的潛力。 

首先，協作移動技術需要利用地理資訊技術在虛擬空間中劃界，並

在實體空間中產生實效，這已是城市空間產生虛實整合的具現；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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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勤據點的設置、機車本身乃至其分布網絡都是物質實存，而外勤人員

與使用者的移動實踐共同維繫技術系統運行於不輟，這個經驗事實則打

破混雜空間原有概念想像：除了常民空間／移動經驗與意義生成外，據

點構建、車輛網絡的動態分布都是混雜空間在物質向度的變動。雖然 de 

Souza e Silva（2006）亦強調混雜空間的物質性，但在其論述脈絡中，

此僅指涉資通訊基礎建設布建，如今協作移動技術所展現之物質性及其

變化，則顯然不止於此。 

特別是常民移動實踐樣貌萬千，超出營運方料想的實踐型態所在多

有，某些移動實踐促使營運方必須在技術端做出相應改動。亦即，有為

數可觀的使用者集體「戰術」實踐，為營運方帶來困擾而必須調整「戰

略」施為。在臺北市方寸之地內的停車問題，正可說明此種造成混雜空

間改動的技術調節過程。 

停車空間乃臺北市稀缺資源，在人潮鬧區更是一位難求，然而人潮

熱點卻也是 WeMo 重要營運場所。使用者雖有義務在退租時將車輛妥

善停放於合法停車格，但違停狀況仍層出不窮。 

根據 WeMo 後台資料，信義商圈與臺北車站周邊的違停、濫停狀

況最為嚴重。其中有許多使用者因此讓 WeMo 吃上罰單，但又寧可被

停權也不願配合繳納罰鍰，使營運方苦惱於這些「呆帳」。為盡可能遏

止使用者濫用或誤用，2018 年第三季起，WeMo 營運方陸續與臺北市

府前停車場及臺北車站西側停車場合作規劃特約停車空間，在停車場出

入口增設可與智慧黑盒連動的感應裝置，讓使用者可於此停／租車並自

由進出，不必負擔停車費用，主要目的便是希望藉此降低違停頻率。 

但濫停、違停問題不止於前述二處。基於濫停狀況層出不窮，2019

年 1 月起，營運方正式在營運範圍中劃出「違規還車區域」與「禁止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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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區域」，8 且至今仍持續增加與調整；另一方面，WeMo 也持續開發

特約停車場（至 2020 年第一季止，已有超過十個特約停車場）以回應

濫停、違停問題，而特約停車場規劃同樣彰顯「混雜空間」的物質向度

變動。此種源於使用者集體實踐的技術回應固然再度凸顯了「協作」特

質，但協作成果未必總是合乎預期，甚且有違法之虞，因此使得混雜空

間在技術層面與實體城市空間層面皆須進行調節的情況，則正說明：一

方面，混雜空間的生成並不限於個人「空間經驗」層次，協作移動技術

使用者可造成的空間物質向度變動，在概念層次已不宜略而不談；另一

方面，雖然使用者的「戰術」未必如過往學者認為需要「保持隱密低

調」為前提，但足夠數量的使用者集體戰術，仍能對管治者形成挑戰。 

此外，艾比、小林、小美等所有接受過訪談的使用者都遇過應用程

式地圖中明明標示某處有車可租，但前往該地卻尋車不著的狀況。後來

我們不約而同發現，「虛擬」地圖上有車，「實體」空間中卻找不到，

部分根源於某些使用者將「共享」車輛停放在私人空間。例如小林不止

一次發現車輛被停放在私人停車場或住家庭院，使他無從租賃騎乘；研

究者亦曾在按圖索驥卻遍尋不著時，抬頭一看，發現自己正站在某私人

停車場出入口前。營運方固然可以不計成本地比對臺北市區內所有私人

停車場，並將其劃為禁停區，然無論劃界或車輛定位，都是編碼組裝體

居中運作的「運算」結果，在高樓林立的臺北市區內，則更易因訊號折

射而產生計算誤差，過於細瑣的禁停區域反而不利營運。 

此處值得反思，此種技術方案所容許、卻非技術設計所預想的使用

「戰術」不僅挑戰了營運方，同時也挑戰了那些從不違規的使用者，致

使他們無從租賃車輛。那麼所謂戰術，是否必然是對管治者的抵抗或挑

                                                        
8  前者仍容許使用者停車退租，但會在應用程式中標示警語，若遭罰由使用者負

責；後者則是完全禁止使用者進行退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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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由於管理後台幾乎完整掌握使用者資料，營運方完全有能力處置個

別違規行為，因此本文更傾向於認為，這些為技術設計帶來挑戰的「戰

術」，更似基於使用者群體間仍然相互保持匿名，而得以讓個別使用者

貪圖一時之便，追求自身「宜居性」的利己行為。反倒是使用者明知

「共享」卻仍占技術系統便宜，這或已非營運方應該完全擔負的責任，

在使用者並非意欲推翻此種技術，而是企圖一逞私利的情境下，反而是

凸顯出使用者素養的重要性。 

陸、以協作移動為本的「科技生活形式」 

根據上述討論，可發現若缺乏行動媒介居中運作，「協作移動」不

可能成立。循此，協作移動所促成的移動實踐，同時也會是一種媒介實

踐，二者無法明確切分。 

小美某次使用經驗可更凸顯此包含但不限於媒介的「協作移動實

踐」樣貌。她曾騎乘 WeMo 到臺北教育大學附近，抵達目的地還車

後，卻將錢包遺忘在機車上。過一陣子小美發現錢包遺失，並推測應該

是忘在車上，於是她致電 WeMo 客服，客服則根據她的帳號資料查詢

使用記錄，追蹤出她方才騎的那輛車，最後小美則幸運地在那輛已被騎

乘至善導寺附近的車輛上尋回錢包。這則故事完整說明了媒介（智慧型

手機、管理後台、智慧黑盒三者連動）實踐、移動實踐，以及「協作」

乃同步發生運作，從而促成了「協作移動」。 

從協作移動概念出發，已可見包含但不限於媒介的實踐樣貌，及此

技術體系運作如何在協作過程中占用、改作城市空間紋理，甚至也使得

因資通訊科技介入而產生空間「混雜」的現有概念意涵產生鬆動。下文

將說明當代相對新穎的協作移動為使用者帶來了何種樣貌有所不同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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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生活形式。 

一、就是要省錢：使用者與技術體系及城市空間的協商過程 

本文發現，使用者進用 WeMo 的關鍵，在於動態彈性的車輛網絡

足以提供他們更具效率地進行移動的便利性。然而正如小美提到，若趕

時間會坐 Uber，「但就是很貴」，使用者在意的不只是便利性，它最

好還是省錢的移動方式。由於 WeMo 以租賃時間而非行駛里程計費，

此「技術腳本」激發了使用者創造力，由此發展出多樣「既便利又省

錢」的移動策略。 

de Certeau（1984）討論日常生活實踐的「戰術」意涵時，曾提到

常民多以「以最小力氣達致最大效果」的經濟理性邏輯行事。前述案例

說明使用者的理性行事舉措，本小節案例將凸顯，部分協作移動實踐樣

貌僅僅指涉經濟面向的「最省錢」，未必廣義地指向「最省力」。為促

成此種經濟性節費目標，使用者與技術體系的協商過程中，甚至可能花

費更多氣力。 

小林無自有交通工具，雖然公共運輸可滿足移動需求，但因須耗時

等車，騎單車又易流汗，WeMo 因此成為移動首選。作為「口袋不深」

的學生，小林找到車後，不會隨即執行租賃程序，而是先把機車從車位

中牽出。因為市區內機車大多緊密停放，把車牽出需要時間，若先租車

再牽車，則會拉長租賃時間，亦即將部分費用花在牽車上。同理，小林

準備還車時，也會先執行退租程序，再慢慢將車停入合法停車格。 

小柯則有比小林更為細膩的節費使用策略。他同樣會考量牽車與停

車所費時間，但由於更嫻熟 WeMo 技術運作，因此他的使用步驟是：

「將車牽出車位→租借→開啟車廂→退租→佩戴安全帽→再租借→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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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開始騎乘」，以盡可能把非用於移動的時間排除在租賃時間之

外。 

小柯略顯突兀地反覆執行租還程序，道理在於他曾發現 WeMo 雖

以分計費，但起租後 30 秒內退租並不計費，故此後他會在開啟車廂後

退租，好整以暇地佩戴安全帽、檢查車輛各部件是否正常，甚至另外打

開 Google Maps 研擬出最佳行車路線後，再搭配眼前的紅綠燈節奏，直

到將轉成綠燈時，再重新起租車輛開始移動，如此便不需費時等紅燈。 

此策略之細膩，不僅展現小柯對 WeMo 系統的熟習，小柯善用當

下所處情境為發展實踐策略時的資源，則說明使用者在進用協作移動技

術時，實踐發生當下的地景變化，非僅是使用者施展策略的「背景」，

其將涉入人與技術的協商過程，並產生實質影響。這正是使用者利用城

市空間配置，據以生成自身空間紋理的具體過程。 

然而也因其堪稱精算的使用策略，小柯曾發生多次參進失敗的經

驗。當小柯需要使用 WeMo，附近卻沒有可租車輛，他會朝目的地方向

步行，期間則持續開啟應用程式，沿途看看是否有車可租，途中若能順

利租用，便可收節費之效。但也因車輛網絡彈性且「站點」無法預期，

小柯曾經根本沒騎到車，最後一路步行到目的地。原因在於，小柯幾乎

不會為了租車而考慮稍稍更動行進路線。這對他而言，意味著騎到車後

還須繞路，無助節費。 

城市空間特性涉入協作移動實踐的「省錢騎法」尚包括使用者對移

動路徑的改動。例如小林在騎乘途中，若遇到交通號誌即將轉為紅燈，

便會即興鑽入小巷閃躲號誌，以改變移動路線的方式節省租賃時間。 

Mackenzie（2006）提到，移動實踐的發生奠基於個人對移動本身

的想像，而移動實踐所累積的經驗又將成為移動想像的一環。換言之，

小林這種即興改變移動路徑的實踐行動，高度仰賴使用者的「紋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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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此則又必須以足夠深厚的移動實踐經驗為基礎。也因此，在新竹

長大、為求學而北上賃居的小林，自承閃躲號誌的能力確實有限：「在

我家（租屋處）那邊可能還好，或是學校那邊。我一個人騎的話，我其

實沒有對路熟到那種程度，一直鑽最後應該會迷路」，反而可能花更多

錢。 

除為閃躲號誌而改變移動路徑，尚有使用者以配合號誌節奏或衝或

緩的方式進行移動： 

就是上班的路線騎久就會發現，欸這邊這個紅綠燈一定要加速

衝，不管它有沒有要變紅燈，快要變燈的話那就更要衝。這個

紅綠燈如果不衝一下，你後面可能多等幾十秒，下一兩個紅綠

燈也會過不了。就是上班的路線來講，最多可以差到三分鐘以

上。（熊貓） 

此移動策略常為一般機車騎士所用，並不見得專屬協作移動實踐，

但同樣明確呼應 Mackenzie（2006）「從實踐中持續累積經驗與想像」

的觀點。上述節費策略凸顯城市空間及技術體系特性將會被使用者創造

性地用於追求「更便宜」，但由於這種實踐策略無法有對照組可資參

照，難以斷言在以分計費的技術腳本下是否真有節費之效，但卻仍足以

說明對使用者主觀而言確實有其象徵意涵。 

二、追求更便利：不同移動技術體系間的相互取代或輪換 

在「騎 WeMo 比搭計程車便宜」這個使用者未必明言的認知前提

上，另有使用者未必在意費用高低，卻是極盡可能找出更為便利的移動

可能性，WeMo 因此扮演要角，使用者日常生活樣貌亦產生變化。其

中，有部分使用者如小美無自有交通工具，使用 WeMo 因此意味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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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於更便利移動的想像與追求；然而就臺北市密集而高度發展的城市

空間特性來說，有時自有運具未必確保便利，因此亦有坐擁自有汽、機

車，卻仍經常使用 WeMo 的使用者。 

居於松山機場附近，辦公室在捷運忠孝復興站附近的鬍仔，雖擁有

汽、機車，但他多以捷運通勤，因為公司附近非常難停車。鬍仔最常使

用 WeMo 的情境是洽公，尤其若目的地離捷運站較遠或須轉乘，或者

此行需要拜訪多地時，他就會騎乘 WeMo，且毫不考慮比軌道運輸更具

彈性的 YouBike，因為騎單車會出汗，「一身汗見客戶的話不太好」。

對鬍仔來說，雖然 WeMo 租賃費用略高於公車或捷運，但仍比計程車

便宜許多，且若非雨天，WeMo 利於在車流中鑽竄的特性，有助節省洽

公移動時間。 

相較於鬍仔多用 WeMo「取代」計程車、捷運或 YouBike，有部分

使用者則在移動實踐過程中展現了不同移動技術輪換轉乘的「互補」特

性。這點固然密切相關於市區內已有多元移動選項，但同時值得留意，

由於當時 WeMo 營運範圍僅限臺北市區，這種互補使用與「雙北生活

圈」有密切關連。2018 年由《國家地理雜誌》所舉辦的攝影比賽，一

張以臺北橋「機車瀑布」再現臺北城市意象的照片成為「編輯十大精

選」（Huang, 2018 年 6 月 2 日），此景亦曾躍上日本電視節目，及知

名社群軟體 Instagram 官方頁面（陳俊宏，2018 年 9 月 12 日），而臺

北橋正是連結雙北的重要橋樑。這則國際知名的城市意象不僅反映雙北

生活圈的緊密關係，更說明這種緊密關係有一部分是由機車構建維繫

的。 

肇因於 WeMo 營運範圍限制，在雙北生活圈裡穿梭生活的使用

者，必然須以輪換運具的方式來騎乘 WeMo。雖然早有多元密集的交通

運輸網絡緊密連結雙北，使用者自有其原本不使用 WeMo 的移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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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 WeMo 出現後，部分使用者則呈現不同移動技術體系間互補使

用的實踐型態。 

居於新北市蘆洲區的小竹，就讀臺北商業大學，她每天都接送居於

捷運行天宮站一帶、步行約 15 分鐘路程的同班密友小瑩通學。WeMo

出現前，小竹會先搭捷運到行天宮站，轉乘公車或騎 YouBike 去接小

瑩，再一起搭公車去學校。但公車須費時等待，也不可能騎 YouBike 上

課（無法雙載，且小竹認為小瑩的騎車技術不佳），WeMo 因此成為小

竹每日從捷運站往返小瑩家及學校的首選。 

小竹在蘆洲站搭上捷運後，會隨即開啟 WeMo 應用程式找車，一

旦發現可租車輛，小竹便立即預訂。由於訂車保留時間只有 10 分鐘，

若時限內無法抵達車輛所在，小竹會使出「連續預訂」策略，即 10 分

鐘到點前，她會自行取消預訂，隨即立刻再預訂同一車輛，直至騎到車

為止。下捷運後，小竹會從最利於抵達車輛位置的捷運站出口離開，她

幾乎每天都走不同出口。小竹的生活空間紋理不僅因此產生變化，因

WeMo 對她們而言比公共運具便利甚多，這也導致了另種奇特的時間節

奏變化：以往為等公車、趕上課所預留的時間被節省下來，小瑩在家裡

「東摸西摸」的時間越來越長，WeMo 便利性為小竹省下的時間，則都

花在等人的時間上了。 

「連續預訂」策略亦為包含艾比在內的多位使用者所應用。在大學

生蹺課或遲到屢見不鮮，但上班族難以隨意遲到、曠職的社會文化脈絡

中，連續預訂所導致的時間節奏變化，意涵亦有所不同。上班族艾比即

自承，由於 WeMo 可為她節省通勤時間，故她晨間賴床頻率顯著增

加；「連續預訂」策略則讓她可以醒來後先找車，預訂完畢後再起床整

理儀容、化妝，而後從容出門，她只須留意預訂時限，並像小竹那樣反

覆執行預訂程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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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甫畢業、居於新北市中和區的熊貓，大四期間在內湖科學園區

實習。受住居區位所限，且家中無自有交通工具，他原本都是先搭公車

到板橋，再搭乘板南線轉文湖線前去實習地點。但熊貓並不喜歡文湖線

車廂的擁擠感，因此得知 WeMo 後，熊貓隨即產生高度依賴。由此，

他的日常生活空間紋理乃至生活節奏，亦產生大幅變動：通勤時他不再

前往板橋，而是搭公車到離家最近的萬華區，再轉乘 WeMo 前往內

湖。 

基於協作移動技術的車輛網絡動態特性，熊貓搭公車入臺北市後，

未必總是在同一個車站下車。他會在公車駛上華中橋、準備進入萬華區

時，便開始在 WeMo 應用程式中找車，哪個公車站附近有待租車輛，

他就在那一站下車。由於 WeMo 應用程式地圖並未顯示公車站位置，

故此使用型態非常仰賴「紋理知識」，即熊貓對公車站所在位置，及其

與 WeMo 車輛位置間相對距離的掌握。 

熊貓的案例正說明了，儘管協作移動技術的營運範圍限制明顯強化

城市間區域分化（Duarte, 2016），但使用者仍能據此發揮創意以順應

整體社會節奏，並從中展現協作移動技術特有的彈性。Sheller & Urry

（2006b）、Edensor（2012）皆曾提到，移動技術體系具有順應並維繫

整體社會時間的規範性力量，但相對於公共運輸運作節奏固定且不受使

用者干預，協作移動技術的運作節奏明顯受到個別使用者具細微差異的

生活節奏影響，因此有其特殊之節奏彈性，其不僅提升使用者據之以安

排日常事務、調節自身日常生活節奏的能力，也能在既有的社會節奏規

範下，與其他類型的移動技術體系互補。 

儘管協作移動技術更具彈性，但也正因如此，而易出現互補不上的

漏失。熊貓的轉乘策略並非孤例，自身工作、住居與汽機車皆在桃園市

的阿文，假日會到臺北市民生社區附近與未婚妻共度週末（但因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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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難停車，阿文幾乎不開車上臺北），他也會以輪換移動技術體系的方

式進行移動實踐。阿文的未婚妻非常喜歡一間位於南京東路四段、離捷

運站稍有距離的餐廳，因阿文伉儷在臺北皆無自有交通工具，且不熟悉

公車路線，WeMo 出現後，大大提升了阿文伉儷進行美食行程的便利

性。又，此前阿文常使用 oBike，當需要使用 WeMo，可租車輛卻不夠

近，他還會「騎驢（oBike）找馬（WeMo）」，騎乘附近的 oBike 前去

租用 WeMo，再回頭接未婚妻去餐廳。 

WeMo 看似圓滿了阿文伉儷幸福快樂的日子，但其實未必總是如

願。他們經常遇到用完餐欲返家時，附近卻無車可租的狀況，連原先騎

來的那輛也早被其他使用者騎走。與公共運輸不同，由於無法預期何時

會有下一輛 WeMo 被騎至附近，這時若無法重施騎驢找馬的故技，阿

文伉儷就只好坐捷運返家。由於阿文理解也接受此種技術特性，不影響

他持續使用的意願。此案例因而凸顯，協作移動技術之運作固然較具彈

性，有利使用者安排日常事務，但有時困擾也正出於車輛網絡的動態彈

性，而使用者則須為此保有彈性的移動規劃。 

Dodge & Kitchin（2007）指出，在當前日常生活編碼化趨勢下，編

碼技術介入城市建設幅度漸增。例如交通號誌、公眾運輸系統「行控中

心」，甚至是道路建設的編碼化，目的皆在於使「移動」能以安全為前

提如常運作，持續維繫移動技術自身及整體社會節奏的制度性規範。不

同的是，以智慧型手機接合交通工具、兩者須連動運作，從而使移動實

踐與媒介實踐產生交集，且無法全然二分的協作移動技術，已在編碼化

日常生活中，更進一步發展至 Dodge & Kitchin 尚未言及的樣貌。 

協作移動之技術創新雖不至於改變整體社會節奏，但仍為使用者日

常生活帶來或可稱為「更彈性」的影響。亦即，協作移動技術的動態與

彈性，更大程度地容許常民生活「變奏」的可能；使用者對其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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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想像，則將同時作為追求更便利或／與更省錢之移動可能性的資

源與限制，使用者生活世界則又隨此實踐過程產生各具豐富意涵的改

動，由此或也展現了「時空軟化」的另種樣貌。唯基於此種「軟化」必

然以物質「硬體」為基礎，且其連動發生，本文傾向稱之為「彈性」。 

在本節討論中，鬍仔的移動實踐適正體現協作移動技術體系可提供

的移動彈性，洋洋與小美則在此移動彈性中，重新邂逅了個人生活空

間，編織出與過往有所不同的生活空間紋理與想像；小竹、艾比、熊貓

等人，則皆說明他們如何應用協作移動技術體系特性，進而改動自身日

常生活節奏；而小柯、阿文等欲參進技術體系卻常有失敗的案例，則以

另種方式說明了協作移動所促成的「更彈性」：由於進用可能失敗，那

麼除非執著於節費，使用者亦須為自身移動方式保持更彈性的開放態

度。 

從本文描繪之使用者群像可見，有時使用者須花費更多力氣，去順

應協作移動技術的特性，其中甚至不乏失敗案例可循；又或者，使用者

需要在城市空間特性與技術體系特性等現實條件中，發展出專屬於協作

移動技術，或至少與之相應的移動實踐。儘管過程未必總是順利，但在

此基礎上持續積累的移動實踐經驗與想像，仍足以讓使用者擁有更多餘

裕，拓展個人城市空間經驗與想像，進而改作日常空間紋理，甚至是以

更經濟的方式，讓日常生活韻律得以更加細緻、更具彈性的「個人

化」，而個人卻不必然須以「擁有」交通工具的形式，來確保、證成這

種便捷自由的移動可能性與生活樣貌。由此，也就凸顯出協作移動可能

促成的「科技生活形式」之特殊樣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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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暫結論：協作之後？待探索的相關技術／社會議題 

本文嘗試定義「協作移動」概念，並以 WeMo Scooter 共享機車為

例，理解此種需由行動媒介居中運作的新型態移動技術體系，同時藉由

對（行動）媒介如何介入協作移動技術體系之構成與運作，企圖和不同

學術領域中與之相關的現有概念進行對話，據此強化協作移動概念的跨

領域特性。 

本研究主要從臺北市日常生活、機車運具及共享經濟模式相關的網

路社群中，招募有意願受訪的使用者，且除需具一定使用次數外，並未

另設其他受訪條件，這種網路招募方式可能面臨較難接觸到相對不擅網

路及社群媒體使用的較年長群體的問題。 

不過，在臺灣機車高度普及的社會脈絡下（駱冠宏，2007），又

WeMo 營運方表示 35 歲以下，尤其是學生為主要使用族群，因此在共

享機車仍處發展階段時，將受訪者視為技術體系的「先期使用者」或更

為妥適。正是這些先期使用者群體的參進，使得協作移動浮現、並呈現

為目前所知的樣貌。換言之，本文不否認若能觸及較為年長的使用者，

或將能使當前「協作移動」樣貌更豐富厚實，但目前經驗資料所得，仍

足以回應本文問題意識，並進行理論概念與經驗現象間的討論與對話，

凸顯「協作移動」概念新意與跨領域意涵。 

協作移動之運行不輟，乃由營運方內勤、外勤與使用者協力完成，

其首先奠基於以智慧黑盒將機車、行動媒介／應用程式、管理後台三者

接合為一編碼化移動技術系統。營運範圍的界定與調節則深受政經力

量、城市空間特性與文化因素影響，同時也說明了（行動）媒介居中運

作之移動技術，可促成的「科技生活形式」確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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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移動實踐須以行動媒介居中運作方得可能，此包含但不限於媒

介的實踐型態足以重構車輛網絡分布，從而顯出協作移動特出之處：使

用者的移動實踐必然占用、進而改動車輛網絡，因此實具物質性地改動

「停繫之處」的能力；而「動起來」的停繫之處不只是車輛網絡，負責

後勤補給作業的外勤維運，亦標誌著停繫之處的動態性，其同樣須仰賴

行動媒介之助。 

同時基於營收需求，營運方會以人力介入車輛網絡調度，以回應使

用者集體實踐形成的車輛網絡，此亦須行動媒介居中運作；不僅如此，

營運方另須以技術調節之姿，回應可能損及營運的移動文化。此則凸顯

使用者不僅參進技術體系之運行所構建生成的混雜空間，甚且可在物質

向度改動混雜空間形構。 

基於車輛網絡的動態特性，使用者欲參進協作移動技術以行移動實

踐時，須與車輛網絡協商，由此開啟了重新認識城市空間的可能性；然

儘管協作移動令使用者寓居其中的城市空間意涵充滿更多可能，但也因

「超空間偏向」的行動媒介居中運作且角色吃重，兼及城市空間與使用

者移動實踐的「數據監控」亦幽微卻森嚴地落實著。囿於篇幅與能力所

限，協作移動技術中與數據監控命題相關的探索，實有待未來繼續深入

探討。 

本文盡可能聚焦描繪協作移動的構成與運作過程，以及參進其中的

使用者實踐樣貌，藉此展示協作移動概念意涵及其跨領域特質，其固然

足以拓展現有學術討論對媒介化移動技術及其實踐的想像，在經驗層次

上也確實凸顯「技術使用者—行動媒介—城市空間」三者相互關係變

化，但在此組關係中，尚有更多相關命題亦值得持續探討。 

例如，雖已從使用者違停、濫停等現象說明，技術方案必然有著無

可避免的技術縫隙與外溢（overflow, Barry & Slater, 2002; Mackenzie, 



城市空間中的「協作移動」：以 WeMo Scooter 共享電動機車為例 

‧93‧ 

2006），協作移動亦不例外，部分使用者也的確鑽了技術漏洞，使營運

方必須持續為此做出相應調節。但是否還有其他技術縫隙潛藏其中，如

何被常民發現利用，營運方又如何應對？作為被政府單位認可並高度期

許的移動技術，其如何構建或反映某種符合治理期待，乃至某種使用者

主體形構的「移動政體」（mobility regimes, Adey, 2010; Sheller, 2017）？

作為跨領域概念的協作移動，與之相關的議題反思與拓展實不限於此，

亦有待未來持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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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Mobility” in Urban Space:  

WeMo Scooter as an Example 
 

Yi-Fan Liu * 

ABSTRACT 

Scooter-shar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aiwan, making 

the country the second-ranked market by size globally. Inspired by software 

studies, this study defines a scooter-sharing system as “collaborative 

mobility” that connects smartphones and electric scooters and makes them 

work together. Therefore, it operates through media practice and movement 

practice simultaneously, which are inseparabl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distinguishes collaborative mobility from coded mobility and code/mobility, 

making the practices from general users indispensable in the collaborative 

mobility system. 

Treating collaborative mobility as a social–technical–cultural 

assemblage, this study takes WeMo Scooter as an example to point out that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operation zone,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scooter 

network, and the whole system operations are all connected by operators and 

collective users via mobile media and scooters in a specific social-spatial 

context. One benefit is that it triggers urban space ambiguit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both the operator and general users to (re)understand and 

(re)build the hybrid urban space and the 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However, 

* Yi-Fan Liu holds a PhD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His research interest falls in
the areas of cultral studies, media practice, and STS,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media and urban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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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also shows strict dataveillance from operators at the same time. 

Treating “collaborative mobilit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this 

study also revises some relative concepts in media studies and the mobilities 

paradigm. For the former,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mobility indicates that 

the “hybrid space” exhibits materiality. For the latter, the concept of 

immobile moorings is changing due to the role that mobile media play in the 

collaborative mobility system.  

Because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mobility is new to media studies 

and the mobilities paradigm, it is worth more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empirical studies to develop it into becoming more grounded 

interdisciplinarily. 

Keywords: collaborative mobility, scooter-sharing system, smartphone, 

practices, WeMo Scooter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五期  2020 年 10 月 

‧100‧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4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